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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虽然实践哲学和实践理论都共享着“实践”一词，但是学界鲜有系统探究两者关系之作。西方

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黑格尔之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之分。在对于实践要素的理解上，现

代实践哲学表现出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亲缘性。实践理论直接继承并发展着现代实践哲学，而其与传

统实践哲学的关系则是间接的、以现代实践哲学为中介发生的。实践理论在基本哲学立场、二元论问题、

实践规范性以及实践之未来维度等方面将现代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拓展到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理论、语

言学、科学哲学，甚至女性主义、组织研究、消费研究等领域中，从而为理解各种鲜活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具

体学科式的说明。现代实践哲学与实践理论在未来也许会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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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践理论是实践哲学吗？

实践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创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与之相比，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于

人文社科领域内的实践理论则年轻得多。虽然实践哲学和实践理论都共享着“实践”一词，但是学界

鲜有系统探究两者关系之作。在国外学界，自夏兹金（Theodore R. Schatzki）主编的《当代理论的实践

转向》 ①始，西方学界才开始逐渐发展出作为一种专门学术的实践理论。 在此过程中，一些学者关注

过实践理论与实践哲学的关系问题，比如，贝多夫（Thomas Bedorf）和格尔列克（Selin Gerlek）在《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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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夏兹金、[ 美 ]卡琳·诺尔·塞蒂娜、[ 德 ]埃克·冯·萨维尼：《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柯文、石诚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其实，德国《哲学历史词典》（J. Ritter and K. Gründer,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nd 7) , Basel: Schwabe & Co
AG Verlag, 1989, S. 1304.）也曾在“Praxis，praktishch”这一词条下介绍过实践理论的相关内容（虽然当时并未使用实践理论这一概念）。

《词典》通过列举布迪厄、列斐伏尔、卡斯托里亚迪斯等人的实践思想以表明，“实践在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方法中占据了突出的地

位，该理论方法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或行为主义的倾向，希望保存一个内容丰富的社会行动和个人行动的概念。” 一般而言，研

究实践理论的学者主要有：奥特纳（S. Ortner,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6, No.1(Jan., 1984)）、夏兹金（T. R. Schatzki,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A. Buch, T. Schatzki, Questions of Practice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9）、海克维茨（A. Reckwitz,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 A Develop-
ment in Culturalist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5, No.2(May, 2002); A. Reckwitz, „Grundelemente einer Theorie
Sozialer Praktiken: Eine sozialtheoretische Perspektiv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Jg.32, Heft 4, August 2003, S. 282-301.）、斯特恩（[ 美 ]
戴维·G·斯特恩：《实践转向》，载[ 美 ]斯蒂芬·P·特纳等主编：《社会科学哲学》，杨富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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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诸哲学》 的导言中写道：“（实践理论的）这种发展为哲学提供了机会，再一次探寻（实践）理论

运动自身的哲学根基……就此而言，也要考虑关于实践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Praxis）的复兴，其与文

化社会科学实践理论之间具有共性。”① 斯特恩（David Stern）也在《实践转向》 一文中指出，实践转向

有着“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再到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根基，但是要对这些哲学传统做一全面的考

察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像大多数实践理论家所做的那样，他只是将实践理论的哲学根基追溯到了海德

格尔和维特根斯坦。② 尼克里尼（Davide Nicolini）挑战了斯特恩笔下的“不可能”。通过细致地梳理

“实践”概念在西方哲学传统上的发展历程，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传统、海德格尔传统和维特根斯

坦的著作在社会理论领域开拓出了一片净土，最终使得实践从其历史降级中得到拯救，并有力地回到

讨论的中心”③。可以说，研究实践理论的人都在有意识地探讨实践理论与实践哲学的关系问题，并

且通常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 为实践理论提供了最直接的哲学

基础。总体来说，西方学界在处理实践理论与实践哲学之关系的问题上多是探讨实践理论与现代实

践哲学的关系，而较少涉及实践理论与传统实践哲学的关系。这样做有其正当性依据，因为从学说发

展史上来看，我们很难认为实践理论与传统实践哲学有何直接关系，而毋宁说，实践理论与传统实践

哲学的关系是以现代实践哲学为中介而发生的。

在中文学界，人们对于实践理论有一定的研究④，但是这些研究多分散于各个学科内，而少有人

认识到实践理论所共享的哲学基础、基本命题和方法主张等内容⑤。此外，我国学界有时会混用实践

哲学与实践理论这两个概念⑥，在本文的视域中，这既不利于实践理论发掘自身的实践哲学根基，也

不利于人们了解实践哲学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中被接受的情况。故而，只有将这两者加以界分并厘

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从正面推进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

本文首先介绍现代实践哲学产生的两条路径以及现代实践哲学对传统实践哲学的继承，随后呈

现实践理论在西方的研究概貌，最后结合实践理论的具体学科形象来详细阐明传统实践哲学和现代

实践哲学之间的主要区别，以期厘清传统实践哲学、现代实践哲学以及实践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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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哲学的传统与现代之分

本文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终结预示着传统实践哲学的谢幕和现代实践哲学的登台，而黑格

尔正是这次换场的总导演。以黑格尔为界，包括他在内的之前的传统实践哲学以形而上学为底色，并

在理论与实践的二元论框架下呈现出与理论哲学、思辨哲学相对的形态。相反，现代实践哲学反对

形而上学传统，并旨在跳出理论与实践的二元论框架，恢复哲学原初的实践形态。在此意义上，作为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黑格尔担当了界分实践哲学之传统与现代的角色。

至少在欧陆哲学内部，我们可以归纳出现代实践哲学发端的两条路径，一是由青年黑格尔派推动

的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或行动哲学的转向，二是由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和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

学所推动的从意识哲学到日常生活哲学的转向。上述两种路径都旨在让哲学更进一步地走向实践，

回归现实。不同的是，第一种路径旨在通过行动改变现实、塑造未来，第二种路径旨在回归日常生活，

以还原人之存在方式的本质特征，以及揭示实践作为社会性“河床”的意义。

在第一条路径中，切什考夫斯基通过改造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行动和未来的维度引入历史中，

从而完成了“青年黑格尔派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重大转向”①。 深受切什考夫斯基的影响，马克

思也致力于赋予哲学以现实历史的根基，并强调哲学应该关注感性的人的现实活动。② 之后，萨特所

代表的存在主义延续了马克思对于实践的理解，并强调一种内向性的个人行动的选择和自由。总体

上，第一条路径的特点在于强调个人行动者（agent）参与到世界之中，并通过现实的活动（实践）来塑造

现实、定义未来的作用。

在第二条路径中，海德格尔旨在消除从笛卡尔以来的意识哲学的内在性立场，这种内在性立场主

张一种内在主体意识对外在客观对象的认识和表征关系。针对此种认识论和表征主义的立场，海德

格尔通过其此在存在论表明，此在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不是认识和表征，而是理解，即一种体现为“知道

如何”的实践性掌握或技能应对，“在存在论的话语中，我们有时在‘能够管理某事’、‘胜任某事’、‘能

够做某事’的意义上来使用‘理解某事’这一表达”③。 海德格尔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由意识来中

介的，而毋宁说，人原初地就栖居于世界之中，在其不断与周遭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一种实

践理解，而这才是人在世之在的基本方式。与海德格尔一样，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背离了理性主义和

表征主义的传统，在他看来，理解根本不是某种“心灵过程”，而毋宁是一种在具体情景下“知道如何

继续”的能力。④ 这种能力以日常社会实践或某种特定的生活形式为背景，最终，实践被看作是提供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第 6 期

①　朱学平：《从古典共和主义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早期政治批判研究（1839—1843）》，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年，第

20 页。切什考夫斯基指出，“哲学从理论的高处降到实践的平地。实践哲学（die praktische Philosophie），或者更确切地说，实践的哲

学（die Philosophie der Praxis），其对生活和社会关系最具体的影响就是真理在具体活动中的发展——总体上，这就是哲学未来的命

运 (Loos；fate)。”（A.v. Cieszkowski, Prolegomena zur Historiosophie, Berlin: Bei Veit und Comp, 1838, S. 129. 以及 A.v. Cieszkowski,
“Prolegomena to Historiosophie (1838),” in L. Stepelevich ed., The Young Hegelians: An Ant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77.）严格意义上来说，切什考夫斯基的实践/行动哲学不归属于本文意义上的现代实践哲学，因为其仍然持有一种

理论—实践二元论观点，并认为“实践以理论为前提，实践本质上是理论的实现。”（朱学平：《从古典共和主义到共产主义》，第

27页。）但是，切什考夫斯基的实践/行动哲学对于之后现代实践哲学的形成，尤其是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②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思

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73—74页。）

③　[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 167页。译文有改动。

④　[ 奥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 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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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切可理解性和意义的“河床”（bedrock）。
虽然实践哲学可以作此传统与现代之划分，但是探究事物之间的关联也总是人类思维的定律。

比如，有不少学者就指出，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有着较高的亲缘度。海德格

尔研究家伏尔皮（Franco Volpi）曾指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就是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的改写，海德格尔对现手存在、上手存在、此在的区分相应于亚里士多德对于理论、制作、实践的区分。①

塔米尼奥（Jacques Taminiaux）也看到了海德格尔的此在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之间的紧密关系。② 虽
然海德格尔无意再将实践与伦理扯上什么关系，但是不能否认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对海氏思想形

成的重要意义。此后，也正是那些参加过由海德格尔所主持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讲座的学生们（伽

达默尔、阿伦特、里德尔等）在德语世界掀起了所谓的“实践哲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恢复亚里

士多德传统下实践的伦理维度。③

本文认为，海德格尔或者说第二条路径下的现代实践哲学分享着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要素的理

解，即他们都认识到了实践需要某种经验前提以及实践总是在具体情景中展开的。在亚里士多德看

来，实践就是自由民在城邦中具体地处理政治事务，这种活动需要以在城邦共同生活中所养成的良好

的德性、习惯为前提，“一个人可以对他熟悉了的那些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对于某个题材判断得

好的是在那个题材上受过特殊教育的人”④ 进而，当一个人具备了德性的起点之后，他才能在政治实

践中针对具体的情景作出“因时因地制宜”的考虑和判断，而这正是明智的体现。可以说，明智是源

于经验并作用于具体情景之中，“明智是同具体的事情相关的，这需要经验”⑤。

与之相应，现代实践哲学在呈现日常生活的逻辑时也会诉诸实践的经验前提并强调实践的情景

性。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早就在世界之中并在既往的在世经验中积累了对世界的熟悉，基于这种熟

悉，此在的生存论结构才得以不断展开，“任何操劳向来都已经如其所是地依据于对世界的熟悉”⑥。

这种熟悉不必被表达为清晰的规则，而只是体现为“以恰当的方式对情境作出反应的性情”⑦。由于

此在总是通过“存在—于—一个情景”（being-in-a-situation）中而在世界中的，故而此在对世界的熟悉

也将为当下的情景划定可能性的范围，而在此可能性范围内，此在的操作或应对才是可理解的，“特定

情景下敞开的生存论可能性是构成意义的一般可能性的子部。它们揭示了特定情景下做什么是可理

解的”⑧ 。同时，此在在此可能性范围内去获取与当下情景相关的事实，它们构成了海德格尔所谓的

“因缘”（involvement）。总之，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此在/实践的展开既需要以在过往经验中获得的习

惯、性情倾向、常识理解为前提，也需要切身地把握与当下情景相关的事实，这两方面都是实践的要

素。同样，在维特根斯坦这里，遵循规则既依赖于习惯，又依赖于具体情景下的判断。他指出：“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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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德 ]弗朗柯·伏尔皮：《〈存在与时间〉——〈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改写？》，王宏建译，《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2017年冬季卷。

②　J. Taminiaux, Heidegger and the Project of Fundamental Ont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127.
③　“近来振兴实践哲学的各种方法都把自己理解为对实践行动的阐释，它把实践从技术或工具理性的包围中解放出来。这个

目标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诠释学家’、‘建构主义者’和‘批判理论家’的共同目标，他们都为德语世界实践哲学的复兴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以亚里士多德为基础的实践概念是由里德尔阐述的，随后——与阿伦特的文化批判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一起——为多

方所接受。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的诠释学更新想要重新确认技术知识和道德—实践知识的区别。”(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nd 7) , S. 1303.)

④⑤　[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 5—6页（1095a-1）；第 195页（1142a-
14）。

⑥　[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89页。

⑦⑧　[ 美 ]休伯特·L.德雷福斯：《在世》，朱松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 143页；第 228页，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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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不可能仅仅被一个人遵守了仅仅一次……遵守一条规则，做一个报告，下达一个命令，玩一局棋，

是习惯（习俗、制度）。”① 如果遵循规则就是实践，那我们只能在“一个又一个的应用情形”②中来理

解这种实践。

综上，实践哲学虽以黑格尔为界有着传统与现代之分，但它们之间也不无联系。在对于实践要素

（经验前提+情景性）的理解上，第二条路径下的现代实践哲学继承并转换着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 

三　“实践转向”中的实践理论

实践理论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践概念在人文社科领域流行和发展的结果。实践理论以“实践

转向”为背景，“实践转向”是继上世纪的“语言转向”“文化转向”“身体转向”以来的又一重要转向，其

核心主张在于重新认识社会这一概念，并指出要将社会定位于实践之中，以实践作为最小分析单位。

实践理论旨在解决以往人文社科领域中的各种二元论问题。“实践理论的根本特征以及构成其吸引

力和说服力的根本在于实践的规定性，即实践从一开始就破坏了主体与客体、结构与行动以及身体

与心灵的二分法和等级制”③ 。夏兹金首次作出了当代社会理论之“实践转向”的诊断，并指出哲学

（维特根斯坦、德雷福斯、查尔斯泰勒）、社会学理论（布迪厄、吉登斯）、文化理论（福科、列奥塔）、科

学技术（劳斯、皮克林）等都将实践作为其核心概念。④ 总体上，实践理论将实践理解为整体性的人类

日常活动， “是具身的、是以物质为中介的各种系列的人类活动”，它围绕着共同的实践理解来组

织。⑤ 也就是说，实践是人通过身体和物与周遭世界打交道的在世方式，是人参与性的言行，其构成

了我们整个的日常生活背景。基于这种对实践的理解，实践理论旨在从实践出发来分析具体的社会

现象，以探明日常生活的运行逻辑、揭示社会再生产的运行机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实践理论的基本关注

在于，“渴求理解这种制度和体制是从哪里起源的—我们日常的‘在世界中存在’的这些持久特征是

如何产生、保持和再现的”⑥。

对于实践理论自身而言，一个难题是，如何认识其中的“理论”二字。在实践理论力图消解的种

种二元论中，理论与实践的二分是主要成分。为了拒绝那种将实践看做是理论之应用的近代科学观，

实践理论诉诸现代实践哲学之实践本体论的立场，认为实践是首要的，一切都要在实践中得到理解，

包括理论本身。也就是说，实践理论有着一种反（宏大）理论的立场，那将其称为实践的“理论”的做法

是否是矛盾之举？对此，大部分实践理论家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共识在于，“没有一个实践概

念、一个实践理论、一个实践哲学或关于实践的哲学”⑦ 。原因在于，实践理论中的实践是一个代表

着某种实践复合体的复数概念，它既分散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又松散地联结在一起构成一个实

践整体。⑧而要研究这样一种复数的实践概念需要针对不同领域的实践现象展开，因而，很难对实践

理论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也就是说，实践理论虽然名为“理论”，但其自身却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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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 奥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 143页；第 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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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D. Nicolini, Practice Theory, Work, and Organization: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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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可以被理解为维特根斯坦意义上分享着家族相似性的实践理论家族①。

此外，实践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实践，那么根据实践的特性，其允许被理论化吗？对这个棘手之刺，

实践理论家们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斯特恩指出，实践能否理论化的问题其实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

“理论”概念本身。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总是将理论视为一种能够产生说明和预言的关于各种假定的

形式系统②，那么实践理论化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这违背了实践本身的逻辑。但是，如果把理论理解

为一种一般的、或系统的方法（比如，提供模型、为具体案例的研究提供样本，发展概念框架和范畴，

或者提供一种族谱）③，那么实践理论化则是可以接受的。可以说，斯特恩的这种区分有效地缓和了

该问题在实践理论家当中所造成的紧张对立。

对于实践是否能够理论化的问题，首先提出实践理论概念的夏兹金也作出了回应。在其《当代理

论的实践转向》 一书出版近 10 年后，他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实践理论所“包含的普遍化实践的

做法是危险的”④。可以说，随着研究的深入，夏兹金越来越认识到，重要的不是实践是否能理论化，

也不是旨在呈现一个实践理论家族，而是对特殊现象的实践分析，“有充分理由相信‘实践转向’的持

续思索与分析会转向这种趋势：少关注理论的范畴，多关注对特殊实践现象的分析，即由‘实践理论’

转向‘实践分析’”⑤。由此，我们看到，实践理论在其发展历程中也经历过一次转变，即由“实践理论”

转向“实践分析”或“实践说明”。这表明，我们与其将实践理论看作是一种“理论”，不如将其看作一

种“方法”，即以实践为核心概念和基本对象来分析特殊社会问题和现象的方法。

总体来说，实践理论具有一种交叉学科的视野，研究实践理论的学者也往往会在多学科广袤的领

域中耕耘。故而，为了呈现出实践理论的具体学科面貌，或者展现实践分析方法在各学科领域中的运

用，这里选取社会学理论、常人方法论以及科学实践哲学加以具体说明。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为了消解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问题，布迪厄和吉登斯等纷

纷转向实践概念。以往的主观主义将社会定位于个人行动中，而客观主义将社会定位于宏观的制度

结构中，两者僵持不下。对于吉登斯和布迪厄这样的实践理论家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在行动或结构中

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重新理解社会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位于实践之中。无论是布迪厄的实践

理论还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都旨在表明，“社会生活是一种偶然的、不断变化的人类实践结构……

我们日常经验的秩序性特征，比如像制度、权力关系、社会边界等看似持续的现象，其实是实践之中

的结构和关系的效果。因此结果就是，实践的秩序化横跨空间和时间，而从中产生的效果是社会科学

研究的基本领域”⑥ 。社会寓于实践之中，故而，实践才是社会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和领域。

不同于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观察、描述、建构的理论径路，常人方法论的研究常常伴以某种实践介

入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加芬克尔和萨克斯⑧ 等人。常人方法论将“实践活动、实践情景和实践社会

推理”⑨ 作为其实证研究的主题，并旨在探明，“由方法构成的成员的真实的日常活动如何使得实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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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 Reckwitz,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 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ist Theorizing”, pp. 243-263.
②③　[ 美 ]戴维·G·斯特恩：《实践转向》，载[ 美 ]斯蒂芬·P·特纳：《社会科学哲学》，第 206页；206页。

④⑤　[ 美 ]西奥多·夏兹金等：《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中文版序言，第 2页；第 3页。

⑥　D. Nicolini, Practice Theory, Work, and Organization: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4.
⑦　通过设计 “破坏实验”、制造“麻烦事件”等来颠覆实验对象对日常生活常态的确信。R. Biernacki, “Ethnomethology,” in

George Ritzer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7, p. 1608.
⑧　萨克斯开辟了常人方法论中的对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这一分支。H. Sacks,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Vols 1 and 2,

Gail Jefferson 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⑨　H. Garfinkel,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1967,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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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践情景、社会结构的常识知识以及实践社会推理变得可分析”①。也就是说，在常人方法论看来，

实践既表现为社会成员在具体情景下对日常活动的完成，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成员完成日常活动所需

要的方法。故而，实践就等于方法 ②。常人方法论认为，通过观察社会成员所使用的方法、技艺、程

序等要素，我们能够理解社会实践再生产的基础或逻辑，“常人方法论的研究分析作为成员方法的日

常活动，以使得这些相同的活动变得……‘可说明’(accountable)”③。

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实践理论家有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和劳斯（Joseph Rouse）
等人。为了取消传统科学哲学领域中规范与实践的对立，他们拒绝将科学看作是一种普遍的、恒常

的知识体系，而是将科学看作为一种动态发展的实践过程。皮克林、劳斯等人对传统科学哲学中的

理性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表征主义等形而上学元素进行了批判，并通过赋予科学实践以时间性、情

境性、日常性等特征，从而发展了他们各自的科学实践观。值得强调的是，科学实践论者往往从“后

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实践，强调物质在实践中的构成性力量，以此改变人在科学活动中的绝

对主体地位以及客体仅仅作为被认识对象的命运。比如，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旨在说明，科学实

践体现的是人类力量与非人的物质力量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对抗从而相互适应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我们应该把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

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进行较量的核心”④。

上述三个学科领域向我们呈现了实践概念对于实践理论的核心意义，无论是理论观察还是实践

介入，实践都构成了实践理论各家族成员的出发点和基本参照点。可以说，实践转向之后“一切都是

实践”⑤。 

四　实践哲学与实践理论的关系

前文阐述了现代实践哲学与传统实践哲学在关于实践要素问题上的继承关系，而就两者之间的

关键区别而言，如能辅以实践理论诸学科形象的范例式说明，便可更直观地了解现代实践哲学对传

统实践哲学的具体超越，并同时呈现出实践理论与实践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下文将从基本哲学立

场、二元论问题、实践规范性以及实践之未来维度四个方面展开讨论。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通说认为

实践理论直接建基于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所构成的第二条现代实践哲学之路，但是通过下文的分

析我们可以看到，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第一条现代实践哲学之路也在诸多方面影响着实践理论的自我

理解。 

（一）关于基本哲学立场

传统实践哲学实际属于形而上学立场，现代实践哲学则以反对形而上学为特点。传统实践哲学

往往只有在与形而上学、理论哲学或思辨哲学的关系中才显示出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亚里士多德认

为，“说本身低于智慧的明智反而比智慧优越，这必定荒唐”⑥ 。也就是说，由智慧（sophia）主导的理论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第 6 期

①　H. Garfinkel,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Preface, vii –viii.
②　C. Goodwin, “Professional Vis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96, No.3 (Sep., 1994), pp. 606–633.
③　H. Garfinkel,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1967, Preface, vii.
④　[ 美 ]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7页。

⑤　A. Buch, T. Schatzki, Questions of Practice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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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总是高于由明智（phronesis）主导的实践活动的，实践哲学需要置身于理论哲学之下，以之为背景。

形而上学在近代的变体主要体现为主体性哲学、意识哲学、表征主义等传统。当笛卡尔用理性、心灵、

意识等概念拉开了现代哲学的帷幕，主体便取代上帝成为了世界新的本原。德雷福斯指出：“传统关

于实践的观点至少是从笛卡尔开始就是表征的。”① 表征主义所代表的那种主体与客体、内与外、意

识与对象等的指向关系一直到了胡塞尔那里都还有所体现。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赋予了心灵以表征

外在对象的能力和内容，也正是基于此，才有后来戴维森和塞尔对于行动概念的因果性解读。这种解

读认为，行动是由心灵状态所引起的身体运动，戴维森认为是信念和欲望引起了行动，而塞尔认为是

意向引起了行动。② 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发展到了其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黑格尔之后的实践哲

学都有意识地保持着与形而上学的距离，并认为哲学原初的形态不应是理论的、思辨的、形而上的，

而应是实践的、现实的、日常的。现代实践哲学不再预设某种实体作为世界的本原，一切都在实践中

生成。人通过其言行编织着实践、塑造着现实，从而实践得以沉淀为一种动态发展着的日常生活背

景。在这个过程中，“理解”显得举足轻重，因为这是人与其周遭打交道的最基本的方式。现代实践

哲学用“理解”这一概念向自笛卡尔以来的意识哲学和表征主义传统发起了攻击。“理解”与心智无

关，而体现为一种前意识的身体性的能力，即一种技能性的实践掌握或实践知识，它构成了一切实践

活动的底色。正如属于心理学现象学传统的梅洛·庞蒂所指出的，“理解”就是一种刻在身体图示中

的具身知识，“是身体‘明白’和‘理解’了运动。习惯的获得就是对一种意义的把握，而且是对一种运

动意义的运动把握”③。

实践理论继承着现代实践哲学反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努力，并通过强调实践的具身性特征将海德

格尔、维特根斯坦、梅洛·庞蒂等人的“理解”概念进一步发展到各个学科领域中，“看起来实践的背

景不在于信仰体系、规则体系，或者形式化的程序。的确，实践的背景看起来完全不存在于表征中”④。

在实践理论看来，身体在实践中具有较之于意识更基础的作用，实践就是前意识的身体的活动。布迪

厄和吉登斯的“社会实践理论”都旨在强调身体在社会实践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对于日常生活逻辑的

承载意义，“所有的社会系统，无论其多么宏大，都体现着日常社会生活的惯例，扮演着人的身体的物

质性与感觉性的中介，而这些惯例又反过来体现着社会系统。”⑤也就是说，如果实践理论的研究主

题在于揭示社会制度再生产的秘密，那么这一秘密就要到身体的实行中去探寻，因为身体才是日常生

活逻辑的载体，只有身体实践才能成功复制某些特殊的社会现象。与实践的具身性紧密相关是一种

身体上的实践之知，波兰尼称之为个人默会知识（personal tacit knowledge）⑥、布迪厄称之为惯习

(habitus)⑦、吉登斯称之为实践意识 (practical consciousness)⑧，其对应的即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

所强调的理解概念，即一种无需诉诸话语和明晰规则的实践掌握。在实践理论看来，身体和默会知识

相较于意识与明晰的规则更能揭示实践的机制，正如布迪厄所言：“说明实践掌握之特性的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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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 美 ]休伯特·L.德雷福斯：《在世》，第 60页，译文有改动；第 54页。

③　[ 法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 189页。

④　D. Stern, “Practices, Practical Holism, and Background Practices,” in M. Wrathall and J. Malpas eds., Heidegger, Coping, and
Cognitive Science: essays in Honor of Hubert L. Dreyfus, Vol.2,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 p. 65. 亦参见 H. Dreyfus, “Holism and
Hermeneutics,”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34, No.1 (Sep., 1980), pp.8-9。

⑤　[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 102页。

⑥　[ 英 ]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142页。

⑦　[ 法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 76页。

⑧　 A. Giddens, “Comments On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Vol.13, No.1 (Mar., 1983),
pp. 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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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素就会在实践中传递，处于实践状态，而不会达及话语层次……图示从实践移至实践，又不经过

话语和意识。”① 实践无需被提升到话语层次，更不必被抽象总结为一套规则体系，这种理论的态度

只会失去“实践之本质”②。

可以说，基本哲学立场的不同构成了现代实践哲学与传统实践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既然现代

实践哲学已经根本否定了传统实践哲学的形而上学背景，而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么传统

实践哲学关于实践的一些洞见只有通过现代实践哲学的转换才能被保存下来。实践理论直接继承并

发展着现代实践哲学，因此实践理论与传统实践哲学的关系只能是间接的、以现代实践哲学为中介

的。也就是说，实践理论继承了现代实践哲学对传统实践哲学的继承和反对。至此我们才能明白西

方学者为何往往只探讨实践理论与现代实践哲学的关系，而很少处理实践理论与传统实践哲学的

关系。 

（二）对传统二元论的消解

传统实践哲学以形而上学为背景，后者总是偏爱种种分裂的立场，以逼迫我们在诸如理性与感性、

意识与身体、主体与客体、现象与物自体、理论与实践等二元论框架中来理解这个世界。在此背景下，

传统实践哲学内部即便有过统合理论与实践的努力也不会成功（如黑格尔旨在统合后康德时代的各

种二元分裂以还原出一个整全的理性），因为形而上学自身的局限性决定着以之为背景的传统实践哲

学的局限性。故而，要想挣脱传统二元论的束缚，唯有抛弃形而上学的分裂意识。在所有二元概念对

中，现代实践哲学首先必须要处理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黑格尔之后的现代实践哲学与其说是在

解决理论与实践之二分，不如说是在以实践的态度消解这种对立，即把实践看做是一种可以消解掉过

往所有的二元论概念的中介力量。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学说、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维特根斯坦的

日常语言哲学等都不再是站在理论与实践对立的立场来理解何为生产实践、何为在世存在以及何为

遵从规则的。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要以实践为背景，实践是所有人类活动之可理解性和意义的最终

来源。一切寓于实践之中，理论也不例外，从而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思想

和世界之间不是某种镜像反映关系，而是通过人类活动（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无法分离，“人做各

种各样事情，而思想只是人所做的所有事情中的一种。或者更好地说，思想与人所做的所有事情交织

在一起，成为后者的整体部分。简言之，思想是行动生活的整体部分，是一个行动的有目的的造物的

实践的整体部分”。③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成功消解了诸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与实践、笛卡尔的心灵

与广延、康德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对立和二元论传统。

在关于理论（思维）与实践之二元论的态度上，实践理论继承着现代实践哲学的理解，“对实践（和

理论）的传统理解已经站不住脚了。有必要超越二元论和还原论，超越将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差异固定

为明确的、既定的，也超越将这种差异模糊化，仿佛它不存在……我们是实践的存在，但思维是我们

的生活实践的一种。因此，社会理论中转向实践或复数实践的‘实践转向’绝不是转而反对理论、思

维或知识。相反，它是通过复杂的实践交往网络，转向对人类和社会的新理解”。④ 除此之外，实践理

论进一步将现代实践哲学所持有的实践本体论观点发展到人文社科领域中，用其解决各个学科自身

的二元难题。在社会学理论中，人们诉诸实践概念以消解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结构与行动、宏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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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之间的二元论难题，实践是“核心的社会现象，参照它，其他诸如行动、制度和结构等的社会实体

才能得到理解。”① 又比如，在科学哲学领域，以往存在着科学知识与科学实践之间的二元关系，似乎

科学实践只是对科学知识的技术运用。针对这种技术实践观，皮克林指出，科学不是一种知识，而是

科学家的日常实践活动，即“科学家日常工作的具体的、重复的活动序列”②。一时间，实践概念成为

了理论家们的流行语，这也许正是得益于现代实践哲学的启示：要将实践看做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

日常生活背景，从而一切都能在实践中得到解释和重新解释，而一切传统二元论问题也都能在实践中

得到消解。正如德雷福斯所言，“通过描述日常社会实践，多数哲学问题能得到解决或消解”③。 

（三）实践的规范性

传统实践哲学与现代实践哲学对实践的规范性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传统实践哲学常常追问行

动的正当原则问题，即“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而现代实践哲学则更多关注完成实践所需的具身性

的能力。在传统实践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旨在通过明智来探究道德行动的正当理性或正

确的逻各斯,德性“是由正确的逻各斯规定的。而正确的逻各斯也就是按照明智而说出来的逻各

斯”④ 。中世纪的实践哲学以意志为主题词，邓斯· 司各脱有言，“每一种实践都是一种被引诱出来

或被命令的意志行动。”⑤ 从而，其实践哲学旨在关注由意志命令所规定的行动原则的问题。在康德

那里，实践哲学追问行为的普遍合法则性：“我绝不应当以别的方式行事，除非我也能够希望我的准则

应当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⑥ 对于康德而言，只有那些让自身的行动准则去符合普遍的客观法则的

人才是道德的、理性的、自由的。与传统实践哲学对“应当如何行动”之抽象性原则之追问不同，现代

实践哲学则认为，如果某一实践理解或能力能成功完成当下情景中的活动，那它就被证明为是可行的、

恰当的，从而具有规范性的。这里，实践的规范性总是源于实践并持续在实践中受到检验的。马克思

将实践等同于劳动/制作/生产，并强调人只有通过身体作用于世界，获得对世界物质性的技术掌握，才

能改变世界，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看来，实践是一种背景性、日常性的东西，

一切只有在实践中才得以可能和可理解。故而对于这两者所代表的实践观而言，最重要的是研究人

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实践能力，即一种技能性的对世界的掌握。

综合上述两种对实践规范性的理解来看，实践哲学既包括对于伦理“应当”的追问，这体现了实

践规范性有 “德”的一面，也包括对于实践能力之情景恰切性的具体判断，这体现了实践规范性之有

“能”的一方面。也就是说，实践规范性大致包括“德”和“能”两种要素。就传统实践哲学而言，“德”

的因素在实践规范性中占主位，而“能”居次位或作为辅助。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德性确定

目的，它决定着行为应当是善的、符合中道的，而明智确定手段，它决定着如何行为将有助于实现德

性，“德性使得我们的目的正确，明智则使我们采取实现那个目的的正确手段”⑦ 。在确定实践规范性

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尚保留了经验层面的能力，而康德则彻底摒弃了实践理性的任何经验要素。在

他看来，先验主体要能够摆脱其感性、经验要素，以成为理性、自由的有德之人。但是，这样的道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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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由于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往往只能在内心之中追求普遍客观法则、追求善良意志，但却在

真实的实践中寸步难行。由此导致了实践主体不能实践的局面，即它只有对道德的向往，而没有实现

道德的能力。① 与传统实践哲学不同，现代实践哲学更强调实践规范性之“能”的要素，而消解了“德”

的色彩。在现代实践哲学的范围内，除了伽达默尔、阿伦特、里德尔等旨在恢复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实

践的海德格尔的学生外，少有谈论道德、伦理话题者。对于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而言，更重要的是

日常实践的运行逻辑，它关注能成功复制日常生活的能力。所谓“理解”不是一种意识活动，而毋宁

是一种实践的掌握，一种知道如何继续的能力，这种能力让日常生活得以顺利延续，而无需去探究何

种抽象的、普遍的道德行为准则。

实践理论继承了现代实践哲学关于实践的规范性的理解，从而十分看重社会成员成功完成某活

动之“能力”。布迪厄和吉登斯的“社会实践理论”也探寻身体的“能知”在完成日常活动、再现制度逻

辑中的作用。常人方法论更加关注能力中的方法维度，它将实践看做是“有知识的行动者获得的空

间—时间上的完成”②。社会成员往往会使用各种常人的方法来应对日常生活对他们提出的种种要

求，而常人方法要关注的便是，社会成员是如何在特定的实践环境下做某事的，即探寻“作为有能力的

成员所需要的能力或实践技能”③ 。常人方法论不问“应当”而问“如何”，不关心实践的伦理性、正当

性维度，而只关心实践的方法论维度，在那里实践常常等同于方法，例如如何探明日常生活的运行逻

辑，是通过实验设计来实现的。④
 

（四）对实践之未来维度的强调

传统实践哲学关注的时间维度是过去与现在，而现代实践哲学则是过去、现在与未来。在传统

实践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明智、邓斯·司各脱的意志命令、康德的道德意志⑤、黑格尔的精神等都

只在过去和当下两种时间维度下发生作用，其视野中没有未来。麦克莱伦（D. Mclellan）指出：“黑格

尔的缺陷是哲学本身的缺陷。他的哲学只能事后解释历史，只能思索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物，而

不能进而自觉地塑造未来。”⑥ 这里，麦克莱伦所言“哲学本身的缺陷”其实就是形而上学传统本身的

缺陷或局限，它直接决定着以之为背景的传统实践哲学的局限性。为此，青年黑格尔派的切什考夫斯

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通过赋予黑格尔历史哲学以未来的维度⑦，他打开了实践/行动通向未来的大门。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将劳动/制作归入实践范畴的做法，并最终完全用生产、革命等取代实践，从而彻

底抛弃了实践的伦理维度。此一做法受到后来伽达默尔、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马

克思的劳动/制作实践观为后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对实践的围攻”攻”⑧埋下了伏笔。但是，不可否

认的是，只有身体的（肉体的）真实的劳动才有铸造未来的力量。实践不应只面向过去和当下，而应当

拥有未来的视域，因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此外，海德格尔从生存论维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第 6 期

①　对于康德而言，善的意志才是最重要的，结果并不重要，“如果它（善的意志）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依然一事无成，所剩下的

只是善的意志，它也像一颗宝石那样，作为在自身就具有其全部价值的东西，独自就闪耀光芒。”（[ 德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

4卷）》，第 401页。）

②③　D. Nicolini，Practice Theory, Work, and Organization: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p.134; p.139.
④　R. Biernacki, “Ethnomethology,” in G. Ritzer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7, p. 1608.
⑤　康德的道德意志即便具有某种建构意义，但也只是抽象的，而不是现实的。或者说，康德的实践哲学只有一种先验建构下的

未来维度，而非经验、现实意义上的未来。

⑥　[ 英 ]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 11页。

⑦　A. v. Cieszkowski, Prolegomena zur Historiosophie, Berlin: Bei Veit und Comp, 1838, S.7-8.
⑧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nd 7) , S.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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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出，实践或此在之在世应该拥有过去、现代、未来三个维度，“此在的存在向来是从它的将来方面

‘演历’的，此在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原就‘是’它的过去”①。

在赋予实践以未来维度这点上，实践理论同样继承并发展着现代实践哲学，从而将实践看作是一

个在时间上不断展开的生成性活动。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在时间上延展的，从而必须包

括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维度，“一个实践‘包括’它的未来，这里的‘包括’是在一种很强烈的意义上：

实践现在是什么样子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它未来的发展。把现代的实践等同于一个未来实践的过去，

就科学实践来说目前还没有得到重视，它的目的指向对现在未知的揭示”② 。劳斯与皮克林一样，认

为科学不仅仅是某种普遍的科学知识，而毋宁是一种不断生成着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需要具有未

来视域，因为其科学实践的目的恰恰在于有所改变。以往那种认识论的科学观和传统实践哲学一样，

无助于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而现代实践哲学则教会实践理论要关注未来，“珍视文化理解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对未来活动有指导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当代对科学的这

么多的哲学解释是如此有限。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经常倒转了马克思《费尔巴哈提纲》 中的第

11 条：到目前为止，哲学家们一直试图改变科学，但最近几十年来，问题仅仅是如何解释它”③ 。当科

学家们拥有了未来视野，他们便不再仅仅是自然世界的旁观者、描述者、总结者。科学精神将一种人

类学关怀寓于其中，因为科学家们知道，他们所正在从事的科学实践活动将有助于人类未来世界的积

极塑造，“科学不仅仅是观察、描述和总结这个世界，其更重要的使命还在于塑造这个世界，即通过创

造来改善人类的生活。就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科学的目标不是生成某种超越日常生活的理论知

识，而是获得对世界的实践掌握以满足人类的实践需要”④。 

五　结　　论

实践哲学有着复杂的问题域和探讨问题的方式，将实践哲学作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是探讨实践哲

学与实践理论关系的关键。实践理论在基本哲学立场、二元论问题、实践规范性以及实践之未来维

度四个方面与现代实践哲学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而与传统实践哲学只存在间接的关系。故而，实践

哲学与实践理论之关系的核心就被定位在现代实践哲学与实践理论的关系上。同时，实践理论本身

的多学科视角也为我们深入理解现代实践哲学与传统实践哲学之主要区别提供了生动的范例。进而

言之，如果要对现代实践哲学与实践理论的关系作一范畴性的表达和展望，可以说，在今天，现代实践

哲学为实践理论提供了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元方法论⑤，实践理论将这种方法论具体化到各个学科

领域中并提供了阐明各种具体的社会制度运行和再生产的学说，从而直接改变了我们对于自身以及

所处社会生活的理解。在未来，现代实践哲学与实践理论不再有分野的必要，而是融为一体。

（责任编辑    刘晓虹　田　润）

郑永流等：实践哲学与实践理论

①　[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24页。

②③　[ 美 ]约瑟夫·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戴建平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26 页；第

3页。

④　D. Nicolini，Practice Theory, Work, and Organization: An Introduction, p. 33.
⑤　国外也有学者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为基础为实践理论提供了基于“生活世界”视角的元理论框架，这一视角启发了组织理

论中大多数的实践方法。R. Miettinen, D. Yanow, “Re-Turn to Practice: An Introductory Essay,”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30,
No.12(Dec., 2009), pp. 1309-1327. 以及 J. Sandberg, G. Dall’ Alba, “Returning to practice anew: A life-world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30, No.12 (Dec., 2009), pp. 1349-1368。

43


	一 实践理论是实践哲学吗？
	二 实践哲学的传统与现代之分
	三 “实践转向”中的实践理论
	四 实践哲学与实践理论的关系
	一 关于基本哲学立场
	二 对传统二元论的消解
	三 实践的规范性
	四 对实践之未来维度的强调

	五 结　　论

